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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词汇歧义是语言的普遍现象。在汉语中, 歧义词的种类繁多, 是少数民族学生汉语学习困难的重要原因之

一。通过两个实验, 考察在不同加工时间条件下维吾尔族和汉族的大学生在汉语歧义词消解中的语境促进效应及

抑制效应。结果发现, 两个民族的大学生均出现了语境促进效应, 但在短时加工条件下, 汉族大学生的语境促进效

应显著大于维吾尔族大学生, 在长时加工条件下, 两个民族的大学生的语境促进效应并无显著差异。在短时加工条

件下, 仅汉族大学生可以有效地抑制无关信息的干扰; 在长时加工条件下, 两个民族的大学生均可以有效地抑制

无关信息的干扰。整个研究表明, 在汉语歧义词消解中, 随着加工时间增加, 维吾尔族大学生的语境促进效应和对

无关信息的抑制均可以达到与汉族大学生相近的水平。 

关键词  维吾尔族, 歧义词消解, 语境促进, 反应抑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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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歧义现象在语言中普遍存在, 表现在词汇、句

法、语义或语用等多个水平。词汇歧义是最基本的

语言歧义。汉语词的歧义现象尤为突出。在汉语中, 

同音异形异义词(如“电源”与“店员”)、同音同形异

义词(如“杜鹃”)、同形异音异义词(如“东西”)等歧义

词大量地存在。为了准确地理解词汇或句子的正确

意义, 读者或听者在遇到歧义词时, 需要从几个意

义中选择一个适当的意义, 并且抑制不适当意义的

激活。 

研究表明 , 对歧义词的加工主要依赖语境(舒

华 等, 2000; 周治金 等, 2003)。语境(Context)是指

言语的环境, 包括语言因素和非语言因素。语境有

助于读者或听者对含有歧义词的句子进行加工, 出

现语境促进效应(Contextual Facilitation Effect)。心

理语言学家对语境促进效应究竟是发生在词汇通

达之前还是发生在歧义词识别之后的整合阶段进

行过长期的争论, 但是, 无论是拼音语言的歧义词

认知研究, 还是汉语的歧义词认知研究, 都证明语

境促进效应的存在(Gernsbacher et al., 1990; 任桂

琴 等, 2012; 任桂琴 等, 2007; Sereno et al., 2003; 

Swaab et al., 2003; 张文鹏, 唐晨, 2011; 周治金 等, 

2003)。 

语言理解不仅包含对目标信息的激活, 还包括

对无关信息的抑制。在歧义词消解中, 适当意义的

激活与不适当意义的抑制往往同时进行, 这为区分

这两个过程及其神经机制带来了困难。已有模型更

多地关注歧义词的适当意义的激活, 较少关注对歧

义词的不适当意义的抑制, 但也有研究者尝试对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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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词消解中适当意义的激活与不适当意义的抑制

进行区分。周治金等(2003)研究表明, 在同音异形

歧义词加工早期, 语境的作用主要表现为对歧义词

的不适当意义的抑制, 阻止其激活; 随后, 语境促

进歧义词的适当意义的激活。Norbury (2005)研究

语言损伤儿童(LI)、自闭症且语言损伤儿童(ALI)、

自闭症但言语能力正常的儿童 (ASD)及正常儿童

(TD), 同时考察对歧义词的相关意义的语境促进效

应和对无关意义的抑制效应。研究发现, 两组语言

障碍儿童(ALI & LI)利用语境的能力不如无语言障

碍的两组同伴(ASD & TD), 他们在抑制条件下的

错 误 率 更 高 , 反 映 出 较 差 的 利 用 语 境 的 能 力 。

Gernsbacher 等证明, 语言能力低的个体, 不仅出现

了首次激活与整合相关信息能力的不足, 还无法有

效 地 抑 制 无 关 信 息 (Gernsbacher & Faust, 1991; 

Gernsbacher et al., 1990)。可见, 不同语言能力的人

对语境的利用程度不同, 对无关信息的抑制也不同。 

为了进一步比较不同语言能力的个体的语言

理解差异, 研究者通常在歧义词消解中变化歧义词

与目标词的时间间隔。Gernsbacher 等(1990)发现, 

变换歧义词与目标词之间的时间间隔不影响语境

促进效应, 而且无论理解能力高低, 个体都在短时

间隔条件下和长时间隔条件下出现了语境促进效

应。在反应抑制条件下, 只在较长时间间隔条件下

(750 ms)发现了不同理解能力的被试的差异。即 , 

在短时间间隔(0 ms)条件下, 无论被试的理解能力

高低, 均受歧义词的无关意义干扰, 但是, 随着时

间间隔增加 , 理解能力强的被试的干扰效应消失 , 

理解能力差的被试依然被无关信息干扰。Merrill

等(1981)表明, 与语境相关的特定意义的选择更可

能出现在 1000 ms 的时间间隔, 在短时词汇通达时

不会出现。Norbury (2005)以 1000 ms 为时间间隔, 

发现正常儿童在长时间隔条件下未受到歧义词的

无关信息的干扰, 有语言障碍的儿童出现了干扰效

应。在歧义词消解中, 如果个体体验到歧义词的无关

意义的干扰, 就必然已经激活了与语境相关的意义。

因此, 语境促进效应是考察反应抑制的必要前提。 

综上所述, 无论是拼音语言认知研究还是汉语

认知研究, 均发现在歧义词消解中存在着语境促进

效应, 即与无语境条件比, 在有语境条件下对歧义

词的适当意义的加工速度更快。而且, 具有不同语

言能力或语言背景的个体, 语言理解的反应抑制效

应 存 在 差 异 , 并 且 随 着 加 工 时 间 的 变 化 而 变 化

(Gernsbacher et al., 1990; Merrill et al., 1981; 杨丽

霞 等, 2001; 杨丽霞 等, 2002)。其中, 反应抑制效

应是指在有语境条件下, 如果被试对语境敏感, 对

歧义词的不适当意义和普通词的错误意义的抑制

会无显著差异, 否则就会有显著差异。 

常敬宇(1994)将语境分为语言语境和非语言语

境。非语言语境又分为情景语境、文化语境和语体

风格语境。语言语境是指决定话语形态的语言因素, 

如上下文、话语前提等; 非语言语境是指影响话语

形态的非语言因素, 如时间、空间、情景、对象等。

文化语境是指交际者所在言语环境的思想观念、民

俗文化、历史印记等。情景语境和文化语境更多地

依赖语言行为的情境和社会文化知识, 在跨文化交

际中起非常重要的作用。Hall (1976)根据交际对语

境的依赖程度, 将文化分为高语境文化和低语境文

化。高语境文化和低语境文化的区分是指在交际中

由语境传递的隐性讯息与由语言传递的显性讯息

的对比。语境文化的区分主要针对东西方的语境文

化差异。在高语境文化中, 说话者的表达委婉含蓄, 

语言符号的传达信息功能淡化, 语境功能突出, 听

者需要从具体情境和文化规约中意会大部分信息。

中国、日本等东方国家的文化均属于高语境文化。

在低语境文化中, 说话者的表达直接明确, 语言符

号承载了大部分信息, 仅有小部分信息存在于语境

中。英、美等国家的文化多属于低语境文化(余志

颖, 2017)。在低语境文化中, 信息主要由语言符号

本身来传达, 交际环境仅具有辅助作用。语境文化

是一个连续体, 高、中、低语境文化之间并无严格

界限。与语境分类相对应, 利用语境的能力既包括利

用语言语境的能力, 也包括利用非语言语境的能力。 

根据形态变化的有无和差距大小, 语言可以分

为屈折语、黏着语、孤立语和复综语。英语、法语、

德语等属于屈折语, 维吾尔语、朝鲜语等属于黏着

语。屈折语和黏着语是与孤立语相对的词的形态变

化多的语言。在屈折语和黏着语中, 构成词的主体

语素后面或前面一般会出现表示词的语法意义的

附加语素。例如, 英语不仅有“read”和“reader”之类

的派生词变化 , 还有“reads” “reading”等语法形态

的变化。汉语是一种孤立语, 没有形态变化, 词汇

只有一种形式而无数、词性、词格、时态等曲折变

化, 要确定汉语词的准确含义必须依赖语境(上下

文)。只看到单个的汉字或汉语词, 无法判定其准确

含义、语法性质甚至读音, 必须把它放在词组或句

子中, 其含义、语法性质和读音才能够确定。受语

言影响, 汉语母语者在潜意识里习惯于普遍联系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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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体的观念。汉语的典型的孤立语特性与汉民族的

直观的、整体的和顿悟的思维方式是相契合的。 

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许多民族都有自己的

语言和文字。从语言类型和文字类型来看, 都与汉

语和汉字存在着较大的差异。因此, 各民族之间的

语言相通就显得十分必要。国家将用好国家通用语

言文字作为基本国策。随着各民族间的交流与接触

的增加, 少数民族的汉语水平有了很大提升, 但仍

有许多少数民族学生在学习和掌握汉语、汉字时存

在着较大的困难, 他们的汉语学习成绩不理想, 汉

语学习效率低下, 维吾尔族学生尤其如此。所以如

此, 与民族语言与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之间的差异有

很大关系。维吾尔语和汉语分属于不同语系, 对语

境有不同的依赖。从语言语境角度看, 维吾尔语属

于阿尔泰语系−突厥语族, 其构词和构形的附加成

分十分丰富。名词有数、人称、格等语法范畴, 动

词有态、肯定否定、语气、时、人称、数、形动词、

动名词、副动词等语法范畴, 表示各种情态的助动

词也很发达。词汇本身就可以传达足够的信息, 对

上下文依赖较少。汉语属于汉藏语系, 汉语词的语

音、语义和语法的确定对语境的依赖较大, 需要与

上下文联系起来才能够得到准确的理解。离开具体

的语境 , 不仅无法确定词的发音(杨群  等 , 2019), 

也 无 法 确 定 词 的 语 义 ( 古 丽 玛 依 拉 · 杜 鲜 巴 依 , 

2018)。从文化语境角度看, 维吾尔族人在交流时强

调直截了当、开门见山, 强调要把信息用明白无误、

清晰易懂的语言传达出来, 较少有隐藏在字里行间

的意义和“言外之意”, 信息沟通更多地依靠“言传”, 

较少依赖“意会”; 汉语则不是如此。无论是篇章、

句子抑或者是词汇, 对语境的依赖性都很强。用汉

语沟通时讲究言简意赅、点到为止, 强调心领神会, 

常有“言外之意”, 更多地强调“意会”, 并不拘泥于

“言传”。从这两个方面来看, 维吾尔语属于低语境

语言, 汉语属于高语境语言。维吾尔族文化属于低

语境文化, 汉文化属于高语境文化。维吾尔语和汉

语在语言语境和文化语境上的差异, 无疑会影响两

民族的个体的语言加工方式和思维方式。语言加工

方式和思维方式的差异, 又会导致汉族人和维吾尔

族人在汉语词汇加工中利用语言语境和非语言语

境的能力不同。 

研究发现, 维吾尔族学生掌握汉语和汉字较为

困难。张文龄(2018)发现, 对维吾尔族学生而言, 最

需要提高的是汉语的语法和词汇, 最难掌握的是词

汇。李响(2013)指出, 在汉语中多一词多义, 常常令

外国留学生感到困惑。廖泽余(2014)指出, 维吾尔

语和汉语的对应词, 往往存在着词义范围不一致的

情况 , 在学习或加工汉语词时会产生母语的负迁

移。他们往往通过将汉语词与母语词一对一的翻译

来理解, 随着学习汉语的时间延长, 接触的文章增

多, 遇到的多义词就越多, 在掌握词语转义时往往

遇到了很大困难。笔者认为, 母语的负迁移不仅表

现在两种语言的词义范围不一致, 更表现为语言形

式、语言文化的差异。在推广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时, 

语言形式和语言文化的差异是影响少数民族学生

掌握汉语与汉字的重要因素。在掌握汉语词时, 文

化语境的影响表现在两方面：(1)同一概念, 两个民

族有不同的文化内涵。例如, “喜鹊”在汉文化中象

征着吉祥, 在维吾尔族文化中却代表着邪恶。(2)在

特定的文化语境中, 词汇往往涉及背景知识。汉语

歧义词难免具有汉文化色彩, 涉及汉文化知识。对

汉语歧义词的理解, 维吾尔族学生利用语境的能力

会弱于汉族学生, 这会造成与维吾尔族学生与汉族

学生在汉语歧义词消解过程中的差异。 

综上所述, 维吾尔族学生学习和使用国家通用

语言文字较为困难, 可能是由于利用语境的能力较

低、抑制无关信息的能力较差导致的。因此, 本研

究欲比较维吾尔族学生和汉族学生的语境促进效

应及反应抑制效应, 探究维吾尔族学生对汉语歧义

词消解的过程和特点, 揭示他们掌握国家通用语言

文字困难的原因。Norbury (2005)采用跨通道语义

一致性判断任务, 要求被试听句子, 随后判断目标

词图片与句末词的语义是否一致。为了保证维吾尔

族学生能够充分地读完句子, 并且理解其意义, 减

少 由 听 力 或 阅 读 速 度 差 异 造 成 的 反 应 差 异 , 对

Norbury (2005)的实验范式加以改进, 材料以文字

形式呈现 , 并且采用自 定步速的阅 读 (Self-paced 

Reading)方式。实验逻辑是：在语境促进条件下, 如

果被试对语境敏感 , 对偏歧句子做“是”反应会快; 

在反应抑制条件下, 如果被试对语境敏感, 并且能

够抑制无关信息, 则无论句尾词是否有歧义, “否”

反应的差异会不显著, 否则, 会对有歧义词的句子

反应更慢, 出现明显的句子类型效应。为了考察语

境效应出现的时间, 即语境效应是出现在词汇通达

之前抑或是发生在歧义词识别之后的整合阶段, 还

设置了不同的加工时间, 这样做可以考察加工时间

对维吾尔族、汉族大学生汉语歧义词消解的不同影

响。Ihara 等(2007)采用 MEG 技术发现, 在歧义词

呈现后 200 ms 时, 左侧额下回前部有了显著的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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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 , 并且推测此时歧义词的多种意义均得到了激

活。研究者认为, 与语境相关的特定意义选择发生

在 1000 ms 左右(Faust & Gernsbacher, 1996; Merrill 

et al., 1981; Norbury, 2005)。在长时加工条件下和短

时加工条件下, 由于不同语言能力者在语境促进效

应和反应抑制效应上可能有不同的表现, 因此分为

两个实验：实验 1 考察在短时加工条件下(200 ms)

维吾尔族大学生和汉族大学生的歧义词消解过程, 

比较他们的语境促进效应与反应抑制效应; 实验 2

考察在长时加工条件下(1000 ms)维吾尔族大学生

和汉族大学生的歧义词消解过程, 考察随着加工时

间的增加, 两民族被试的语境促进效应与反应抑制

效应的变化。实验预期是：在加工汉语歧义词时, 在

语境促进条件下, 维吾尔族大学生的语境促进效应

显著小于汉族大学生, 而且, 随着歧义词与目标词

的时间间隔增加, 维吾尔族大学生的语境促进效应

逐渐提高; 在反应抑制条件下, 汉族大学生的句子

类型效应不显著, 维吾尔族大学生存在着显著的句

子类型效应, 而且, 随着歧义词与目标词的时间间

隔的增加, 句子类型效应会降低。 

2  实验 1：短时加工条件下维吾尔
族大学生和汉族大学生对汉语歧
义词的消解 

2.1  被试 

汉族大学生 36 名(平均年龄 20.75 岁), 维吾尔

族大学生 32 名(平均年龄 21.45 岁), 男女各半, 均

来自于中央民族大学非中文专业二年级。维吾尔族

大学生的汉语熟练, 均通过了中国少数民族汉语水

平等级考试(MHK)四级和普通话等级考试, 平时与

同伴交流时使用维吾尔语, 在其他时间内均使用汉

语, 视力或矫正视力正常。 

2.2  设计 

在语境促进条件下, 采用 2(民族：汉族/维吾尔

族) × 2(语境类型：中立句/偏歧句) × 2(歧义词的语

义相对频率：主要意义/次要意义)三因素混合设计。

其中, 民族为被试间变量, 语境类型、歧义词的语

义相对频率为被试内变量。在反应抑制条件下, 采

用 2(民族：维吾尔族/汉族)  2(歧义词的语义相对

频率：主要意义/次要意义)  2(句子类型：句末为

歧义词/句末为非歧义词)三因素混合设计。其中 , 

民族为被试间变量, 歧义词的语义相对频率、句子

类型为被试内变量。因变量均为被试的反应时和错

误率。 

2.3  材料 

从《现代汉语词典》中选取了 45 个同音同形

歧义词, 以名词为主, 每一偏向歧义词为只有两种

意义的双字词, 不含多音字。呈现歧义词, 请 60 名

未参加实验的汉族大学生报告能够联想到的意义。

根据频率差异指数1 (F1−F2)/F1 > 50%, 选择了 25

个歧义词作为实验材料。根据歧义词的主要意义和

次要意义生成了两种句子, 同时确定该歧义词的主

要意义和次要意义, 将其作为目标词。歧义词出现

在句尾。因此, 每一句子在歧义词出现之前, 语境

都能够为歧义词的意义提供明确的信息。 

为了保证歧义词分别与两种语义相关词具有

相同的相关度, 对实验材料进行了预测。随机选取

了 33 名不参加正式实验的汉族大学生在 7 点量表

上评定歧义词与两种语义相关字的语义相关度。主

要意义组的语义相关度为 3.98 ± 0.33, 次要意义组

的语义相关度为 4.07 ± 0.40, t(32) = 1.70, p = 0.098, 

表明歧义词与两种语义相关字的语义相关程度差

异不显著。选取 38 名不参加实验的汉族大学生对

歧义词的两种意义用法的重要性做 7 点评定, 即分

别判断两种意义用法的重要程度。歧义词的主要意

义用法的重要性评定为 4.62 ± 0.35, 次要意义用法

的重要性评定为 4.20 ± 0.55, t(37) = 7.27, p < 0.001, 

主要意义用法与次要意义用法的重要性存在着显

著差异。 

实验设计了 25 组句子, 每一组句子采用相同

的歧义词及目标词。根据每一歧义词编制了 8 个句

子, 总共有 200 个句子。每一句子包含 6~10 个字, 

100 个句子用于语境促进条件, 100 个句子用于反应

抑制条件, 如表 1 和表 2 所示。两种条件的句子混

合在一起, 采用伪随机方式呈现, 确保相同条件的

刺激不会连续出现三次, 包含同一歧义词的句子不 
 

表 1  语境促进条件下使用的句子和目标词 

句子类型 句子 目标词

偏向歧义词(主要意义) 小王弄清事情眉目。 头绪 

偏向歧义词(次要意义) 黛玉一副清秀眉目。 长相 

中立(主要意义) 很难看清眉目。 头绪 

中立(次要意义) 很难看清眉目。 长相 

注：对目标词的正确反应都是“正确”。 

 
1 按照武宁宁和舒华(2002)的统计方法, 将一个歧义词的相对高频

用法与相对低频用法的频率之差(Fl-F2), 与相对高频用法的频率

(F1)之比作为该词的频率差异指数, 小于 50%定义为频率差异小, 

大于等于 50%定义为频率差异大, 即：选择(F1−F2)/FI > 50%的歧

义词用于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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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反应抑制条件下使用的句子和目标词 

句子类型 句子 目标词

有歧义词(主要意义) 小王弄清事情眉目。 长相 

无歧义词(主要意义) 小王弄清事情原委。 长相 

有歧义词(次要意义) 黛玉一副清秀眉目。 头绪 

无歧义词(次要意义) 黛玉一副清秀模样。 头绪 

注：对目标词的正确反应都是“错误”。 
 

会连续出现三次, 同一按键反应的刺激不会连续出

现三次。 

在语境促进条件下, 在每一中立的句子中, 句

末歧义词的任何一个意思在句子中都成立, 句子有

歧义。每一偏向歧义词的句子(偏歧句子)都是一个

简单句 , 而且仅歧义词的一个意义在句子中成立 , 

句子无歧义。每一句子后呈现的目标词都与歧义词

的意义一致。因此, 正确反应是“正确”。如果被试

对语境敏感 , 在偏歧句子中“正确”反应会更加准

确、更加迅速。 

在反应抑制条件下, 根据歧义词意义的相对频

率, 有歧义词和无歧义词的句子成对存在, 无歧义

词句子和有歧义词句子只有句尾一个词不同, 即用

一个非歧义词替换歧义词。目标词均是与句尾词意

义不一致的词。尽管目标词与歧义词之间存在着语

义相关, 但与歧义词在句子中的意义不一致。因此, 

如果被试对句子语境敏感 , 就能够抑制无关意义 , 

不论句尾词是否为歧义词, 拒绝目标词的速度均较

快, 错误率均较低; 如果抑制无关意义的能力较差

或者存在困难, 被试拒绝有歧义词句子的速度会较

慢, 错误率会较高。 

2.4  仪器和程序 

采用 E-prime 2.0 软件编程。材料通过 IBM 17

英吋显示器呈现, 屏幕分辨率为 1024×768 像素。

刺激呈现在计算机屏幕的中央, 字体为 72 号宋体。

被试端坐在计算机前, 眼睛距离屏幕 60 cm 左右, 

以自控速的阅读方式单独在计算机上完成实验。首

先, 呈现“+”字注视点 300 ms, 空屏 300 ms, 然后

呈现一汉语句子, 被试通过按压空格键来逐词阅读, 

新词出现后会覆盖先前呈现的词汇。每一句子由

6~10 个汉字构成, 平均 8 个字, 拆分成四个部分依

次呈现, 以句号结尾, 最后一个词均属于歧义词或

与歧义词意义对等的非歧义词。句尾词消失后 200 ms, 

屏幕上会呈现一目标词, 最长呈现 3000 ms, 被试

需要正确又迅速地判断目标词与句尾词的语义是

否一致。如果一致, 按 F 键, 如果不一致, 按 J 键。

左右手按键反应在被试间平衡。间隔 1000 ms 后, 

进入下一次试验。如果反应时超过 3000 ms, 自动

空屏 1000 ms, 并进入下一试次。在正式实验前, 采

用非实验材料进行 8 次练习。计算机自动记录被试的

反应时和反应正误, 计时单位为 ms, 误差为 ± 1 ms。

采用 SPSS 19.0 软件分析数据(下同)。 

2.5  结果与分析 

反应时分析时删除判断错误反应和短于 300 ms、

长于 2500 ms 的数据及 M ± 2.5 SD 之外的数据, 汉

族被试删除了 11.58 %的数据, 维吾尔族被试删除

了 13.94%的数据。被试的错误率很低, 在语境促

进条件下, 汉族被试的平均错误率为 0.71%, 维吾

尔族被试的平均错误率为 0.98%; 在反应抑制条件

下, 汉族被试的平均错误率为 0.31%, 维吾尔族被

试的平均错误率为 0.68%, 故不分析。结果见表 3

和表 4。 
 

表 3  维吾尔族和汉族的大学生在短时加工条件下语境

促进的平均反应时(ms) 

歧义句 非歧义句 
民族 

主要意义 次要意义 主要意义 次要意义

汉族 827 (162) 874 (184) 734 (156) 760 (171)

维吾尔族 916 (184) 963 (228) 865 (192) 882 (197)

注：括号内的数字为标准差, 下同。 

 
表 4  维吾尔族和汉族的大学生在短时加工条件下反应

抑制的平均反应时(ms) 

有歧义词 无歧义词 
民族 

主要意义 次要意义 主要意义 次要意义

汉族 755 (128) 766 (116) 753 (125) 773 (123)

维吾尔族 950 (220) 968 (184) 919 (215) 939 (185)

 

2.5.1  语境促进效应分析 

方差分析表明, 民族的主效应显著, F1(1, 66) = 

6.76, p = 0.012, ηp
2 = 0.09, F2(1, 96) = 31.19, p < 

0.001, ηp
2 = 0.25。汉族大学生的反应时(M = 799 ms)

显著短于维吾尔族大学生的反应时(M = 906 ms), 

二者相差 107 ms, p = 0.012, 95% CI = [24.87, 

189.56]; 语境类型的主效应显著, F1(1, 66) = 60.57, p < 

0.001, ηp
2 = 0.48, F2(1, 96) = 69.84, p < 0.001, ηp

2 = 

0.42。对歧义句的反应时(M = 895 ms)显著长于对非

歧义句的反应时(M = 810 ms), 二者相差 85 ms, p < 

0.001, 95% CI = [63.01, 106.49]; 歧义词的语义相

对频率的主效应被试分析显著, F1(1, 66) = 10.99, p = 

0.001, ηp
2 = 0.14; 项目分析不显著, F2(1, 96) = 2.06, 

p = 0.154。与歧义词的主要意义相关时的反应时(M = 

836 ms)显著短于与歧义词的次要意义相关时的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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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时(M = 870 ms), 二者相差 34 ms, p = 0.001, 95% 

CI = [13.67, 55.04]; 民族和语境类型的交互作用被

试分析边缘显著, F1(1, 66) = 3.51, p = 0.06, ηp
2 = 

0.04; 项目分析边缘显著 , F2(1, 96) = 3.46, p = 

0.066, ηp
2 = 0.04。简单效应分析表明, 汉族大学生对

歧义句的反应时(M = 851 ms)显著长于对非歧义句

的反应时(M = 747 ms), 二者相差 104 ms, p < 0.001, 

95% CI = [72.02, 134.95]; 维吾尔族大学生对歧义

句的反应时(M = 939 ms)亦显著长于对非歧义句的

反应时(M = 873 ms), p < 0.001, 二者相差 66 ms, 

95% CI = [35.12, 96.91]。与维吾尔族大学生相比, 

汉族大学生的语境促进效应更加明显。为了控制反

应差异对实验结果的影响, 将每个被试的语境促进

效应(歧义句与非歧义句的反应时差异)除以非歧义

句的反应时, 仍然发现汉族大学生和维吾尔族大学

生的语境促进效应差异显著, t(66) = 2.18, p = 0.033, 

Cohen’ d = 0.13。其他的交互作用均不显著, ps > 0.05。 

2.5.2  反应抑制效应分析 

方差分析表明, 民族的主效应显著, F1(1, 66) = 

23.52, p < 0.001, ηp
2 = 0.26, F2(1, 96) = 116.18, p < 

0.001, ηp
2 = 0.99。汉族大学生的反应时(M = 762 ms)

显著短于维吾尔族大学生的反应时(M = 944 ms), 

二者相差 182 ms, p < 0.001, 95% CI = [107.20, 

257.23]; 句 子 类 型 的 主 效 应 被 试 分 析 边 缘 显 著 , 

F1(1, 66) = 2.96, p = 0.09, ηp
2 = 0.04, 项目分析显著, 

F2(1, 96) = 12.71, p = 0.001, ηp
2 = 0.12。有歧义词句

子的反应时(M = 860 ms)显著长于无歧义词句子(M = 

846 ms), 二者相差 14 ms, p = 0.09, 95% CI = 

[−2.20, 29.46]; 歧义词的语义相对频率的主效应被

试分析边缘显著, F1(1, 66) = 3.86, p = 0.054, ηp
2 = 

0.06, 项目分析不显著, F2(1, 96) = 2.30, p = 0.132。与

歧义词的主要意义相关的反应时(M = 858 ms)显著短

于与歧义词的次要意义相关的反应时(M = 874 ms), 

二者相差 16 ms, p = 0.054, 95% CI = [−0.28, 34.97]; 

句子类型与民族的交互作用被试分析显著, F1(1, 66) = 

4.17, p = 0.045, ηp
2 = 0.06, 项目分析不显著, F2(1, 

96) = 1.84, p = 0.18, ηp
2 = 0.02。简单效应分析表明, 

汉族大学生对有歧义词句子的反应时(M = 761 ms)

与对无歧义词句子的反应时(M = 763 ms)差异不显

著, p = 0.78; 维吾尔族大学生对有歧义词句子的反

应时(M = 959 ms)显著长于对无歧义词句子的反应

时(M = 929 ms), 二者相差 30 ms, p = 0.033, 95% 

CI = [2.53, 57.08]。维吾尔族大学生的句子类型效

应显著。为了控制个体反应差异对实验结果的影响, 

将每个被试的反应抑制效应(有歧义词句子与无歧

义词句的反应时差异)除以无歧义词句子的反应时, 

仍然发现汉族大学生和维吾尔族大学生反应抑制

效应存在差异, t(66) = 2.07, p = 0.042, Cohen’ d = 

0.08。其他的交互作用均不显著, ps > 0.05。 

2.6  讨论 

实验 1 表明：(1)维吾尔族大学生和汉族大学生

在汉语歧义词加工早期均出现了语境促进效应, 但

汉族大学生的语境促进效应更加明显。这说明, 语

境效应产生于汉语歧义词加工的早期; (2)汉族大学

生在短时加工条件下对无关信息进行了有效抑制, 

对有歧义词句子和无歧义词句子的加工速度无显

著差异, 但维吾尔族大学生未能够有效地抑制无关

信息, 出现了显著的句子类型效应。这表明, 对汉

族大学生而言, 在汉语歧义词加工早期, 对歧义词

的适当意义的语境促进和对歧义词的不适当意义

的反应抑制是同时进行的; 对维吾尔族大学生而言, 

在汉语歧义词加工早期, 只存在对适当意义的语义

促进, 不存在对不适当意义的反应抑制。这意味着, 

在汉语歧义词加工早期, 两个民族的大学生有着不

同的词义消解方式。 

3  实验 2：长时加工条件下维吾尔
族大学生和汉族大学生对汉语歧
义词的消解 

3.1  被试 

与实验 1 相同。在实验中, 一半被试先做实验 1, 

再做实验 2; 另一半被试先做实验 2, 再做实验 1。

被试在两次实验中间休息了 10 分钟。 

3.2  设计、材料、仪器 

与实验 1 相同。 

3.3  程序 

同实验 1, 唯一区别是在实验 2 中句末歧义词

或与歧义词对等的非歧义词与目标词之间的时间

间隔为 1000 ms。 

3.4  结果与分析 

反应时分析时删除判断错误、短于 300 ms 长

于 2500 ms 的数据及 M ± 2.5 SD 之外的数据, 汉族

被试删除了 11.16 %的数据, 维吾尔族被试删除了

13.87%的数据。被试的错误率很低, 在语境促进条

件下, 汉族被试的平均错误率为 0.72%, 维吾尔族

被试的平均错误率为 0.99%; 在反应抑制条件下 , 

汉族被试的平均错误率为 0.26%, 维吾尔族被试的

平均错误率为 0.60%, 故不分析。结果见表 5 和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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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维吾尔族和汉族的大学生在长时加工条件下语境

促进时的平均反应时(ms) 

歧义句 非歧义句 
民族 

主要意义 次要意义 主要意义 次要意义

汉族 796 (185) 829 (156) 729 (183) 744 (180)

维吾尔族 888 (171) 960 (200) 858 (179) 878 (194)

  
表 6  维吾尔族和汉族的大学生在长时加工条件下反应

抑制时的平均反应时(ms) 

有歧义词 无歧义词 
民族 

主要意义 次要意义 主要意义 次要意义

汉族 793 (148) 821 (156) 797 (182) 789 (171)

维吾尔族 944 (171) 976 (170) 938 (197) 952 (194)

 
3.4.1  语境促进效应分析 

方差分析表明, 民族的主效应显著, F1(1, 66) = 

9.42, p = 0.003, ηp
2 = 0.13, F2(1, 96) = 51.45, p < 

0.001, ηp
2 = 0.35。汉族大学生的反应时(M = 774 ms)

显著短于维吾尔族大学生的反应时(M = 896 ms), 

二者相差 122 ms, p < 0.001, 95% CI = [42.57, 

201.06]; 语境类型的主效应显著, F1(1, 66) = 39.79, 

p < 0.001, ηp
2 = 0.38; F2(1, 96) = 36.62, p < 0.001, ηp

2 = 

0.28。对歧义句的反应时(M = 868 ms)显著长于对非

歧义句的反应时(M = 802 ms), 二者相差 66 ms, p < 

0.001, 95% CI = [45.07, 86.83]; 歧义词的语义相对

频率的主效应显著, F1(1, 66) = 8.16, p = 0.006, ηp
2 = 

0.11, F2(1, 96) = 4.23, p = 0.042, ηp
2 = 0.04。与歧义

词的主要意义相关时的反应时(M = 818 ms)显著短

于与歧义词的次要意义相关时的反应时(M = 853 ms), 

二者相差 35 ms, p = 0.006, 95% CI = [10.59, 

59.75]。各种交互作用均不显著, ps > 0.05。 

3.4.2  反应抑制效应分析 

方差分析表明, 民族的主效应显著, F1(1, 66) = 

14.71, p < 0.001, ηp
2 = 0.18, F2(1, 96) = 123.02, p < 

0.001, ηp
2 = 0.56。汉族大学生的反应时(M = 800 ms)

显著短于维吾尔族大学生的反应时(M = 953 ms), 

二者相差 153 ms, p < 0.001, 95% CI = [73.11, 231.85]; 

其他的主效应和交互作用均不显著, ps > 0.05。 

3.5  讨论 

实验 2 表明：(1)在长时加工条件下, 汉族大学

生和维吾尔族大学生均出现了语境促进效应, 而且

语境促进效应的民族差异不显著; (2)在长时加工条

件下, 汉族大学生和维吾尔族大学生均可以有效地

抑制无关信息, 无论句尾是否有歧义词, 都不影响

认知加工。这说明, 加工时间是影响维吾尔族大学

生和汉族大学生对汉语歧义词加工的语境促进效

应及反应抑制效应差异的重要因素。只要给予维吾

尔族大学生足够长的加工时间, 维吾尔族大学生亦

能够较好地利用语境信息来消解汉语歧义词。 

4  综合讨论 

在歧义词消解中, 利用语境的能力是指对歧义

词的适当意义进行激活与选择, 同时对不适当意义

进行抑制的能力。本研究表明：(1)汉族大学生在短

时加工条件下和长时加工条件下均能够有效地利

用语境信息对符合语境的意义进行加工, 而且均能

够对与语境无关的信息进行有效的抑制; (2)维吾尔

族大学生加工汉语歧义词的语境促进效应具有自

己的特点：在短时加工条件下, 维吾尔族大学生可

以利用语境信息促进对汉语歧义词的适当意义的

激活 , 但语境促进效应较低; 随着加工时间增加 , 

维吾尔族大学生与汉族大学生的语境促进效应差

异不显著。(3)维吾尔族大学生在加工汉语歧义词的

反应抑制也体现出自己的特点：在短时加工条件下, 

维吾尔族大学生对语境无关信息的抑制能力较差, 

但在长时加工条件下, 维吾尔族大学生与汉族大学

生对无关信息的抑制无显著差异。下面, 就对研究

结果做一些讨论。 

4.1  关于两民族大学生的汉语歧义词消解机制 

根据歧义词消解理论, 汉族大学生和维吾尔族

大学生对汉语歧义词消解的加工机制不同。对汉族

大学生而言, 语境效应发生在歧义词加工早期, 语

境既促进歧义词的适当意义的激活, 又有效地抑制

了歧义词的不适当意义的激活, 阻止其通达。这一

结果倾向于支持选择性通达模型, 即语境可以引导

读者通达歧义词的适当意义, 尽管歧义词的多个意

义最初都有一定程度的激活, 但只有与语境一致的

意义才能够通达(张亚旭, 舒华, 2000)。对维吾尔族

大学生来说, 语境效应也发生在歧义词加工的早期, 

但语境仅仅促进了歧义词的适当意义的激活, 却未

能够有效地抑制了歧义词的不适当意义的激活, 而

是在随后的时间内得到了抑制。该机制很难明确地

支持某一种歧义词加工的理论。因为, 语境效应发

生在歧义词加工早期的结果倾向于支持选择通达

和重排序模型, 但这两个模型均认为歧义词多个意

义是同时通达的, 与本研究的结果不一致。根据维

吾尔族大学生对歧义词的不适当意义的抑制效应, 

更偏向于多重通达的观点 , 但在多重通达模型中 , 

语境效应发生在词汇通达之后, 与本研究的结果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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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一致。可见, 维吾尔族大学生的汉语歧义词消解

机制不同于汉族大学生, 是一种比较特殊的机制。 

4.2  关于汉语母语者在歧义词消解中的语境促

进效应与抑制效应 

本研究发现, 对汉族大学生而言, 在汉语歧义

词加工早期(200 ms)就已经出现了语境促进效应 , 

在激活汉语歧义词的多个意义的同时, 也完成了对

语境无关意义的抑制。Piai 等(2014)采用脑电技术

和时频分析研究口语词产生中的词频效应和语义

限制效应, 发现与非限制语境相比, 在限制语境下

被试对图片命名的速度更快。而且, 语义限制性效

应在图片出现前 600 ms 就已经出现了。这意味着, 

如果句子具有明显的限制性信息, 在句尾词出现之

前, 被试会产生某种预期。在本研究中, 在汉语歧

义句中无明显的限制词, 歧义词的两个意义均是合

理的。在偏向歧义词的非歧义句中, 语境信息对歧

义词具有明显的限制作用。因此, 汉族大学生表现

出明显且稳定的语境促进效应。 

汉族大学生在短时加工条件下已经出现了反

应抑制, 而且不受歧义词的主要意义或次要意义影

响。这一结果与周治金和陈永明(2003)的研究结果

不一致。周治金和陈永明(2003)发现, 对同音歧义

词的不适当的次要意义的抑制较早完成, 但对同形

歧义词的不适当的次要意义的抑制却较晚完成。即, 

对同形歧义词的不适当意义的抑制在 200 ms 时未

完成, 在 800 ms 时已经基本完成。由于本研究采用

自定步速的阅读方式逐词呈现句中的词, 当被试读

到句尾词时, 需要利用语境信息对与句尾词的意义

不一致的目标词做出“否”反应。在周治金和陈永明

(2003)的研究中, 在控制句中, 句尾词与探测词无

语义相关, 但在实验句中, 句尾词与探测词语义相

关, 两种条件会有语义一致和语义不一致的区别。

因此, 语义无关探测词和语义不一致探测词的否反

应所反映的抑制效应并不等价。 

因此, 本研究发现, 汉族大学生在歧义句加工

早期就已经充分地利用了语境信息, 对句末出现的

歧义词的正确意义进行了快速加工, 同时也有效地

对歧义词的不适当意义进行了抑制。汉族大学生对

汉语歧义词的消解过程是语境促进作用与反应抑

制作用同时进行的。 

4.3  关于维吾尔族大学生在汉语歧义词消解中

的语境促进效应及反应抑制效应 

维吾尔族大学生在短时加工条件下和长时加

工条件下对汉语歧义词的加工虽然均出现了语境

促进效应, 但在短时加工条件下, 并未对与语境无

关的意义进行有效的抑制。这说明, 在短时加工条

件下, 维吾尔族大学生对语境不敏感, 利用语境排

除无关信息的干扰是在 1000 ms 后进行的, 语境促

进作用和对无关意义的抑制作用是序列地进行的, 

即先利用语境促进语境有关意义的激活, 再利用语

境抑制语境无关意义的激活。维吾尔族大学生和汉

族大学生在歧义词消解中表现出不同的语境促进

效应和抑制效应可能与两个民族学生的语言熟练

程度、母语特点、思维方式等不同有关。 

4.3.1  关于语境促进效应的民族差异 

本研究发现, 在汉语歧义词消解早期, 维吾尔

族大学生的语境促进效应显著低于汉族大学生, 随

着加工时间增加, 维吾尔族大学生的语境促进效应

量并未发生显著的变化, 汉族大学生的语境促进效

应降低了。对同样的实验任务, 汉族大学生和维吾

尔族大学生的语境促进效应为何会有不同的表现？  

在短时加工条件下, 与汉族大学生比, 维吾尔

族大学生的语境促进效应小。这一结果与杨群等

(2019)的结果一致。他们发现, 加工汉语多音字时, 

维吾尔族和汉族大学生利用语境的能力不同, 维吾

尔族大学生存在语境促进效应, 但效应量显著小于

汉族大学生。作者认为, 这与维吾尔族大学生的二

语熟练程度、母语特点和加工方式有关。梅磊磊等

(2017)总结道, 第二语言学习者主要使用母语的神

经网络学习、加工第二语言。高悦等(2015)对汉−

英儿童双语者研究发现, 母语加工的神经网络与二

语加工的神经网络之间存在着交互作用, 并且受第

二语言的熟练程度调节。当第二语言的熟练程度高

时, 加工过程更加自动化, 更近似于母语者的加工

(Briellmann et al., 2004; Marian et al., 2007)。在本研

究中, 维吾尔族大学生的汉语水平较高, 因此, 与

汉族大学生一样, 他们在不同加工条件下均表现出

了语境促进效应。但是, 汉语作为维吾尔族大学生

的第二语言, 在加工汉语时必然受其母语影响, 并

且表现出与汉语母语者不同的特点。根据同化顺应

理论, 第二语言加工的神经机制受第二语言的特征

及两种语言的差异影响。Cao 等(2013)通过 fMRI

研究发现, 第二语言熟练程度调节母语加工神经网

络在第二语言加工中的参与程度, 特别是当两种语

言在正字法深度(由形知音的程度)上存在差异时 , 

同化和顺应的趋势不同。正字法深度深(字形与语

音的关系透明度低)的语言的母语者更容易适应正

字法深度浅(字形与语音的关系透明度低)的语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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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字法深度浅的语言的母语者在加工正字法深度

深的语言时却需要额外的脑区参加。对维吾尔语−

汉语双语者而言, 由于维吾尔语的正字法深度比汉

语浅, 容易由形知音, 维吾尔族被试会使用母语的

神经网络去加工汉语 , 注意的焦点往往在词形本

身。由于维吾尔族大学生对语境信息的关注度小, 

语境促进效应自然就小。 

在长时加工条件下, 维吾尔族大学生和汉族大

学生的语境促进效应接近。所以如此, 不是因为维

吾尔族大学生的语境促进效应随着加工时间增加

而提高造成的, 而是由于汉族大学生的语境促进效

应降低导致的。从汉族大学生在不同加工时间条件

下对歧义句和非歧义句的平均反应时可以看出, 加

工非歧义句的平均反应时差异较小(M 短 时 /非 歧 义 句  = 

747 ms, M 长时/非歧义句 = 737 ms, 二者相差 10 ms), 加

工歧义句的平均反应时差异较大(M 短时/歧义句 = 851 ms, 

M 长时/歧义句 = 813 ms, 二者相差 38 ms)。即, 与短时

加工条件比, 在长时加工条件下, 汉族大学生对歧

义句中歧义词的语义相关性判断速度更快。这说明, 

随着加工时间的增加, 个体已经完成了对歧义词的

符合语境意义的激活与整合。在 1000 ms 内, 汉族

大学生不仅有效地排除了与汉语歧义词的语境无

关意义的干扰, 还更快地完成了与汉语歧义词的语

境意义一致信息的激活与整合。这意味着, 如果为

维吾尔族大学生提供了足够长的加工时间, 他们便

可以充分地利用语境信息, 提高加工效率。 

4.3.2  关于反应抑制效应的民族差异 

本研究还考察了维吾尔族和汉族的大学生歧

义词消解的反应抑制效应, 发现二者亦存在着较大

的差异。维吾尔族大学生仅在短时加工条件下出现

了句子类型效应。这意味着 , 在短时加工条件下 , 

维吾尔族大学生能够清楚地意识到汉语歧义词的

多个意义, 但迅速有效地抑制汉语歧义词的无关意

义仍然较为困难。可见, 在加工汉语歧义词时, 维

吾尔族大学生利用语境的能力较差, 不仅表现在语

境促进效应小, 更表现在短时间内对已经激活的无

关信息的抑制能力较差。这与两种语言的特点及两

个民族的思维方式的差异有关。 

汉语和维吾尔语分属于不同的语系。语言间差

异反映民族思维方式的差异。汉语是典型的孤立语, 

从形态结构看, 词汇只有一种形式, 没有单复数、

时态、语态等屈折变化, 词语连接主要依据语义而

非语法。汉语重意合, 只要语义上可搭配即可(贺群, 

2001)。“枯藤老树昏鸦, 小桥流水人家, 古道西风

瘦马”这样的诗句 , 在语法上可能不合理 , 需要读

者或听众根据诗人提供的语境去感受其中的意境。

维吾尔语是典型的黏着语, 词汇形式变化丰富, 每

一词都体现出一定的语法范畴。词的形成强调语法, 

依靠语素结合去实现。词根与词缀结合灵活, 任意

组合后会形成严谨的语义结构形式(马德元, 2001)。

反映在思维上, 汉族人的思维注重整体性, 具有形

象性和模糊性; 维吾尔族人的思维偏重逻辑性, 具

有抽象性和精确性(陈传礼, 陈金平, 2012; 沈家煊, 

2017; 贺群, 2001; 许雅晗, 2016)。因此, 汉族大学

生在汉语歧义词消解中利用语境信息的能力强 , 

不仅可以迅速地激活汉语歧义词的适当意义 , 还

能够有效地抑制汉语歧义词的不适当意义。维吾尔

族大学生可以激活汉语歧义词的多个意义 , 却无

法在短时间内利用语境去抑制汉语歧义词的不适

当意义。 

两民族被试对歧义词加工的差异也与两民族

被试的不同母语有关。汉语是汉族被试的母语, 汉

族被试更适应于加工汉语这种高语境语言, 对语境

信息更加敏感。因此, 语境信息会引导汉族被试更

好地促进歧义词的适当意义的激活, 同时抑制歧义

词的不适当意义的激活。汉语是维吾尔族被试的第

二语言, 虽然被试的汉语均熟练, 但与汉族被试相

比, 其熟练程度仍不能同日而语。维吾尔族被试的

母语是维吾尔语, 属于低语境语言, 被试会以加工

母语的方式加工汉语 , 对语境信息的敏感度降低 , 

在加工汉语歧义词时, 在加工早期, 歧义词的多个

语义均有明显的激活, 在促进适当意义激活(表现

为语境促进效应)的同时, 不适当意义的激活便导

致其短时抑制能力的低下, 只是在长时间间隔条件

下, 在加工后期(即句子整合阶段), 才有效地抑制

了歧义词的不适当意义的激活。 

4.4  研究启示和对未来研究的展望 

本研究发现, 对熟练维吾尔语−汉语双语者而

言, 在长时加工条件下, 加工汉语歧义词时利用语

境的能力与汉族大学生差异不显著, 仅在短时加工

条件下表现出较大的差异。语言理解分为书面阅读

和听力理解。个体在书面阅读时可以通过视觉回扫

来帮助其理解文字信息, 提高其准确率和速率。由

于听力理解需要对口头言语信息进行即时的在线

加工, 而且语音符号具有线性、不可重复性和连续

性, 因此, 对第二语言学习者来说, 加工口语信息

的难度较大(Gisladottir et al., 2018; 姚薇, 2007)。在

汉语教学及日常交流中, 在大多数情况下要求即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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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应。在本研究中, 维吾尔族大学生均属于熟练的

维吾尔语-汉语双语者, 他们在短时加工条件下对

汉语歧义词的反应与汉语母语者仍然存在着较大

的差异, 对汉语初学者而言, 学习与掌握汉语歧义

词的困难程度就可想而知。有研究者调查新疆基础

教育阶段国家通用语言文字课程的实施现状, 发现

学生最想学的是汉字与词汇, 而且主要依靠教师讲

解; 教师课程实施的关注点集中在知识点讲解上, 

认 为 课 程 实 施 的 最 主 要 因 素 是 教 师 讲 解 ( 王 洋 , 

2020)。该调查反映出维吾尔族学生在汉语学习中

在课堂上以听教师讲解为主。因此, 本研究的结果

对维吾尔族学生的汉语教学有重要启示。一方面, 

在以听觉理解为主要授课方式的汉语教学中, 教师

应该适当地降低语速, 放慢教学进度, 为维吾尔族

学生提供更长的信息整合时间。同时, 也可以利用

语言人工智能手段, 将教师的讲话即时地译成文字, 

以视觉语言形式呈现给少数民族汉语学习者, 使他

们能够更好地利用语境信息来理解教师的讲课, 提

高其理解水平。另一方面, 由于维吾尔族学生在加

工汉语词时利用语境的能力相对弱, 并且采用序列

加工方式(先激活适当意义再抑制不适当意义), 因

而更容易受加工时间影响, 在对维吾尔族学生进行

汉语教学时, 特别是在多音字、多义词教学中, 应

该尽量在词语境、句子语境下进行, 即将歧义词的

每个不同的读音、意义放在语境一致的环境下教学, 

而不是同时提供多音字或多义词的多个不同的读

音或意义。 

多音和多义是汉语词的重要特点, 也是判断汉

语是高语境语言的重要依据。除此之外, 汉语的惯

用语、隐喻、委婉语等往往具有不同的意义, 如字

面义与比喻义、字面义与真实义。理解这些具有不

同意义的表达也需要利用语境, 它们也会造成少数

民族学生的汉语学习困难。少数民族学生如何加工

汉语的比喻性语言？值得研究。本研究目的是探讨

维吾尔族大学生和汉族大学生在加工汉语歧义词

时的语境促进效应和反应抑制效应, 实验材料是汉

语材料。由于汉语并非是维吾尔族大学生的母语, 

虽然被试的汉语水平较高, 但研究结果不能够直接

推广到维吾尔族学生的母语加工中。维吾尔族学生

在加工母语歧义词时的语境促进效应和反应抑制

效应如何？也值得研究。另外, 汉语熟练程度是影

响少数民族学生的汉语歧义词加工的重要因素, 未

来研究可采用不同汉语熟练程度的维吾尔族学生, 

探讨其汉语歧义词加工机制的变化趋势。 

5  结论 

(1)在汉语歧义词消解过程中 , 汉族大学生和

维吾尔族大学生的语境促进效应均显著, 但语境促

进效应在汉族大学生身上表现得更加明显。 

(2)在汉语歧义词消解过程中 , 不论加工时间

长短, 汉族大学生均可以有效地对不适当意义进行

抑制, 维吾尔族大学生仅在长时加工条件才能够有

效地抑制不适当意义。 

(3)汉族大学生和维吾尔族大学生在汉语歧义

词消解中对语境的利用有不同特点：汉族大学生对

汉语歧义词的适当意义的促进和对不适当意义的

抑制是同时进行的, 维吾尔族大学生先利用语境促

进适当意义的激活, 再利用语境抑制不适当意义的

激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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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yghur is a specific alphabetic language that differs from Chinese. Thus, mastering the Chinese ambiguity 

words, such as homonyms, homonyms, and heteronyms, is challenging for Uyghur students. To understand the 

correct meaning of ambiguity words, one has to suppress irrelevant meanings according to the context. Chinese 

is a high-context language, where as Uyghur is a low-context language. Thus, the present study investigates the 

effect of contextual facilitation for the Uyghur and Han nationalities and compares the differences in the 

inhibitory effect during lexical ambiguity resolution.  

This study conducted a semantic decision task to investigate lexical ambiguity resolution in 36Uyghur and 

32Han college students. Twenty-five homonymous ambiguity words with dominant and subordinate meanings 

were selected as final materials. Eight sentences and two target words were formed in two conditions. In the 

contextual facilitation condition, four sentences were made and ended with the same ambiguity word. Half of the 

sentences were biased to the subordinate or ordinate meaning, but the others were unbiased to neither meaning. 

The target words were semantically related to the ordinary or subordinate meaning of the ambiguity word. In 

this condition, all target words were semantically consistent with the ambiguity word in each sentence. In the 

inhibitory condition, two sentences were ended with the ambiguity word; one was biased to the ordinary 

meaning, and the other was biased to the subordinate meaning. The other two sentences without ambiguity were 

only different from the former two sentences on the last ambiguity word. The target words were the same with 

the context facilitation condition but were not semantically consistent with the last words. The participants were 

asked to decide whether the target words were semantically consistent with the ambiguity words. Thus, the right 

answers in the facilitation condition were all “yes” and the right answers in the inhibitory condition were all 

“no.” The SOA of ambiguity and target words is 200 ms in Experiment 1 and 1000 ms in Experiment 2. 

Results indicated a contextual facilitation effect in Han and Uyghur students in two SOAs, and the size of the 

effect for the Han students was significantly bigger than that of the Uyghur students in 200 ms. The inhibitory 

reaction effect was found in two SOAs for the Han students but only found in 1000 ms for Uyghur students.  

In lexical ambiguity resolution, the ability to extract the accurate meaning and suppress the irrelevant 

meaning according to the context is important. According to the context, the Uyghur students could activate 

accurate and irrelevant meanings in the sentence but could not immediately reject the irrelative meaning. The 

Uyghur students took a long time to inhibit the improper meaning of the ambiguity words. 

Key words  the Uyghur nationality, lexical ambiguity resolution, context facilitation, reaction inhibitor 

 


